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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、市场与农民选择

———清代及民国时期江汉平原的生态关系①

张家炎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）

一 引 言

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总体上由阶级斗

争学说与市场经济学说主宰。１９５０～１９７０年代主导农民、农村
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。根据这一学说，中国历史上的农村仿

佛充满了受尽压迫与剥削而被逼揭竿而起的农民。１９８０年代初
以来流行的则是市场经济学说。在这一学说看来，中国历史上

的农民仿佛都是受利润驱使、想尽办法挣钱的理性投资者。前

一种学说明显是受到了当时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影响，而后一



① 文中江汉平原范围大致相当于清末的荆州府（不含宜都）、汉阳府（不含黄

陂）、安陆府、荆门直隶州（不含远安）及武昌府江夏县。由于１９４９年以
来这些政区的名称与辖区频繁变更，行文中行政单位名称除洪湖（１９５１年
建县）外基本上指清及民国时期，没有改成现今采用的新名。

本文由笔者在ＵＣＬＡ写作研究班的一篇论文发展而来，在长期的写作过程
中一直得到黄宗智先生的悉心指导，在此深表谢忱。同时非常感谢两位评

审人艾仁民博士与夏明方教授仔细的阅读与犀利、中肯的修改意见。但文

中存在的任何观点与事实错误概由笔者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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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思潮则与１９７０年代末农村改革以来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关。不
能否定，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不断的农民起义，也存在蓬勃发展

的农业商业，但造反、逐利毕竟只是农民中的部分或他们的部

分特性，他们中的多数及农民的主要特点还是力图适应当地环

境而生存的劳动者。

阶级斗争学派因为意识形态太浓而在中国学界日趋沉寂，

市场经济学派却不断普及并逐渐形成其主导地位。在小农研究

领域，这一学派以舒尔茨理性小农的理论影响最为广泛。按照

他的说法，为适应市场刺激与机会，农民会寻求最大的利润。

为此他们会最有效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（Ｓｃｈｕｌｔｚ，１９６４：

３６～４８）。换句话说，市场决定了传统农业中资源的最理性运
用，而农民表现也像资本家一样理性。他承袭的是亚当·斯密的

理论，斯密认为市场竞争与个人追逐利润相结合会导致劳动分

工及生产专业化，并反过来导致资本主义发展（Ｓｍｉｔｈ，１９７６Ｉ：

７～１６）。他们两人都认为市场刺激是农村转变的主要动力（黄
宗智，１９９２：８）。
然而斯密与舒尔茨都忽视了环境因素。斯密考虑的是稳定

环境条件下可利用资源的使用，他没有考虑不确定环境条件下

对这些资源利用的可能变化。舒尔茨则干脆撇开环境因素，他

甚至把那些受到水旱灾影响、有新建大坝的社会排除在其考虑

之外（Ｓｃｈｕｌｔｚ，１９６４：３７）①。但在理解、研究传统农业时，我
们却不能无视环境的作用。即使现在，农业生产仍受到不稳定

自然环境的深刻影响，这与在可控条件下进行的工业生产完全不

同。在舒尔茨看来，传统农业社会也是一个没有人口压力的社会，

“所有想要和能够胜任工作的劳动力都得到了就业” （Ｓｃｈｕｌｔｚ，

① 诚如吴承明指出：“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可以略去或不

变，否则不能抽象出理论来。这种假设是与历史相悖的。”（吴承明，２００１：

２１）但既然水灾是影响江汉平原农业生产的极重要因素，在我们的分析中
就无法将其忽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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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６４：４０）。但明清以来的中国农村并非如此。
因此，这一解释受到夏明方的强烈批评，他认为斯密、舒

尔茨以及那些利用他们学说的中国学者把前工业社会的农村经

济浪漫化了。他特别批评他们有意无意地忽视环境变迁（特别

是自然灾害）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。他认为自然灾害在中国

农村经济的发展中扮演重要的作用。如民国时期华北农村不确

定的环境条件迫使农民选择粮食生产以确保生存；在高度的生

存压力下（人口压力加上缺少生存资源），贫民也会冒高风险卷

入市场以追求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回报。他认为这才是

农村商业化的真正动力（夏明方，２０００ａ）。
夏的批评代表了中国学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重视环境因素

的趋势①。在西方的中国小农经济研究中，这一趋势早就出现了

（黄宗智，１９８６、１９９２），而且也表现在广义的中国社会经济史
研究中（裴宜理，１９８０；周锡瑞，１９８７；濮德培，１９８７；Ｓｃｈｏ
ｐｐａ，１９８９等），并在可持续发展理论、环境保护及经济全球化
浪潮等的影响下显得更加突出（伊懋可，１９９３；奥思本，１９９４；
伊懋可、刘翠溶，１９９５②；马立博，１９９８；彭慕兰，２０００）。
这些研究虽均重视环境，但各有侧重，或把中国社会经济

的变化放在一定的环境中理解，或以环境变化为重点，从此出

发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。虽然研究者们已开始倾向于把环

境变化置于大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综合研究（如伊懋可、刘

翠溶，１９９５），但多是从国家或精英角度自上而下地看环境的变
化，很少从农业生产或农民的角度看环境变迁。此类研究的另

①

② 此乃１９９３年一次中外学者（以西方学者为主）研讨会的论文集，中文版于

１９９５年出版，英文版于１９９８年出版。因英文版中所选论文作者多为西方学
者，本文在这一意义上将其纳为“西方”作品。

近年来对中国环境史（特别是自然环境的历史变迁）的研究可见张国旺

２００３，把环境置于社会经济大背景中研究的例子则有复旦大学史地研究中
心２００１等。

环境、市场与农民选择 ３



一普遍现象是不在意区分环境与生态，往往是两者通用，而且

所谓的环境或生态危机往往指的是资源危机，即因人类活动造

成某种资源（如土地、燃料、水等）缺乏所形成的危机，有的

因此把环境（生态）因素拔高到经济发展的单一决定因子（如

彭慕兰，２０００）。笔者赞同黄宗智先生将环境与生态分开考虑的
做法，环境主要指地形、地貌、水系、土壤等自然条件，生态

则包括环境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经济结构与人类活动。这种体

系定义为生态系统，其中环境与人及社会经济结构间种种相互

作用的复杂关系则定义为生态关系（黄宗智，１９９２：２１；参见
吉尔茨１９６３：３）。因此环境及其变化只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
一个因素，还得同时考虑与之相关联的社会经济结构间的种种

复杂关系，特别是人在其中的作用，人类活动毕竟是改变环境

的主要因素。

本文即以清及民国时期的江汉平原为例来探讨此种生态关

系。近２０年来的研究表明，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明
清时期农村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表现为纳移民、垦垸田①、输米

粮等。在这一湖泊密布、河流众多的地区，以筑堤围垸为主的

水利工程显然在当地明清经济的发展中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，

但同时也存在与朝代循环大致同步的水利循环，亦即朝代之初

政府鼓励垦殖，水利工程亦运行良好；但大量筑堤围垸也引发

不断增加的水灾。而随着朝代的衰退，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亦

减弱，水利失修、经济衰退；等新的朝代建立之后又开始新一

轮循环（濮德培，１９８２、１９８７；魏丕信，１９８５；张建民，１９８７；
张国雄，１９８９；彭雨新、张建民，１９９２；梅莉等，１９９５）。
其中江汉平原从清中期起，除不断围垸外，大量接纳移民、

① 根据梅莉等的定义，“垸田是两湖平原河湖交错的水乡地区一种四周以堤防

环绕、具备排灌工程设施的高产水利田。垸堤、涵闸、渠系是判别本地区

垸田的必备的条件”（梅莉等，１９９５：９１）。也就是说作为垸田的基本条件
乃是外围有堤、堤上有涵闸、堤内则有灌排渠道。

４ 中国乡村研究中国乡村研究



大量输出米粮的特征却不见了。由于人口增长，更多的垸被开

垦，这又加重了围垸所引起的问题。随之而来的是洪灾更趋频

繁而渍灾① 更严重，这些直接导致当地经济状况的恶化（张建

民，１９８７；龚胜生，１９９３；张国雄，１９９５）②。明清不断增加的
洪涝灾害同时影响到江汉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包括粮食生产

高产但不稳产、地籍混乱与修防负担沉重（张建民，２００１）；以
及堤垸社会的形成与社会冲突加剧（张修桂、左鹏，２００１）等。
虽然这些研究注意到了江汉平原在人口压力下从过度垦殖到环

境恶化再到经济恶化的变化，但这种变化多侧重于宏观变化而

对农民本身的反应注意不够；虽然水利兴废与朝代更替存在某

种内在的联系，但农民种什么作物并不一定受改朝换代的影响。

而且他们的环境（生态）变迁显然主要指的是筑堤围垸所引起

的自然环境变化及这种变化对农村经济的影响，而对与之相关

联的社会经济结构及种种生态关系的分析显得不够，特别是没

有深入探讨环境变迁与市场变化在小农经济中的作用以及面对

变化的环境与市场农民所采取的经济行为。农民的行为如何受

到变化着的环境与市场的影响？他们如何及为什么做出经济决

定？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的经济行为是否符合舒尔茨及不少研究

者视为理所当然的市场逻辑？

①

② 这种纳移民、增垸田、增水灾的现象在相邻的洞庭湖平原也同样存在（濮德

培，１９８７；梅莉等，１９９５；龚胜生，１９９６等）。其中濮德培的研究是迄今为止
对明清洞庭湖平原经济变化研究较为全面、也是惟一的英文专著。他从国家

与农民关系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洞庭湖平原从明中叶至１９世纪中叶人增、垸
辟、农业增长与生态恶化的过程，并指出中国１９世纪的危机其实在１８世纪
就已埋下种子（濮德培，１９８７）。虽同属长江中游平原，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
原仍有差别：洞庭湖区没有沿江大堤；其开发比江汉平原稍迟（尤其在２０世
纪初又出现一次新的垦殖潮）；洞庭湖平原以水稻生产为主，而江汉平原水旱

兼作明显等。

渍灾通常表示地下水位太高以致作物根系总是浸在水中（即使常规水稻其

根系也不能总是浸在水中）。作物在这种情况下不一定会死，但收成肯定受

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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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舒氏逻辑，自清中叶起，由于当地垸田的大量增加以

及全国范围市场粮价的上扬，江汉平原应该继续生产并出口更

多的稻米。即使由于人口压力而显得土地日益稀缺，当地老百

姓也应转向经济作物尤其是棉花———明清以来最重要的经济作

物之一———的生产并大量织布输出，但这并没有在江汉平原出

现。虽然该地区也有种植经济作物（特别是棉花）的悠久历史，

且棉花在各县均有种植，但在清前期水稻生产达高峰之后，江

汉平原并没有转向以棉花生产为主，也没有出现曾在江南普遍

的棉争稻田、纺织业市镇繁盛的现象，反而在民国初期却出现

棉花种植的激剧扩张。

由于舒尔茨强调的是农民经济中市场的万能而忽视了长期

的环境变迁，而考虑江汉平原长期环境变化的学者们又对不断

恶化的环境条件下当地人的农业经济行为重视不够。因此两者

均不能完全解释江汉平原这一存在长期水利问题的地区在清代

及民国时期的经济变化。本文因而试图主要从作物选择与家庭

纺织业生产的角度出发考察江汉平原农民在人口压力、环境恶

化及市场扩展情况下的经济行为，从他们的行为出发分析其是

否及如何对环境或市场的变迁做出反应，同时从较广泛的程度

上探讨这种行为的理性问题，借以初步阐述各种生态关系在小

农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。

二 江汉平原的环境变迁

江汉平原坐落于湖北盆地中央，乃夹于长江及其最大支流

汉水之间的一块平坦地区。秦汉以前，江汉平原还是广袤的云梦

泽。长江、汉水在进入云梦泽后流速减缓、淤泥沉积而形成大量

形状各异的大小岛屿，泽地范围不断缩小并在宋代完全消失而留

下数以千计的湖泊与小沼泽，江汉平原即属于长江、汉水共同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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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和附近湖泊淤积而形成的湖积冲积平原（《荆江大堤志》，１９８９：

１５～１６；《湖北省志地理（下）》，１９９７：１１４８～１１４９）。
长江、汉水每年都有３次汛期，即桃花汛（３～４月）、夏汛

（５～８月）与秋汛（９～１１月）。桃花汛一般并不严重，严重的
是夏秋两汛，尤其是夏汛（宋平安，１９８９）；晚清时秋汛甚至危
害更大，因夏汛消退快、水退后还可补种；而秋汛消退慢且难

补种（张家炎，１９９３）。面对每年一度的洪水，堤防乃成为当地
保护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。这些堤防包括沿长江、汉水及其主

要支流两侧的江堤及围绕各垸的垸堤。

江汉平原从东晋开始沿长江修筑堤防，汉水堤防则可能始

于五代。这些堤防多由泥土夯筑而成、在重要地段也用石块垒

筑，并建有涵闸以利灌溉与泄洪。至清代，江汉之水已渐被束

于一线长堤之中。道光时沿长江、汉水的主要堤防已达１５００多
公里（张建民，１９９９：２５６）。这些堤防大小因地点变化而不同，
其中以沿荆江北岸的万城堤（１９１８年以后改称荆江大堤）最大、
最重要。以乾隆末期为例，万城堤的典型断面为堤顶宽１９２至

２５６米、堤底宽４８至５４４米、堤高４８至７３６米（《荆江大
堤志》１９８９：５９～６０）。由于荆江、汉水主河河床及沿江地势因
泥沙淤积而不断加高，两侧的堤防亦不断加高。结果汉水、荆

江（荆州段）在江汉平原先后演变成悬河（图１）。
江汉大堤之外还有数不胜数的垸堤。垸堤亦主要由泥土筑

成，其规模一般要比江堤小，如乾隆中期汉川汊垸垸堤高约
三至六尺、顶宽约二至五尺（《续行水金鉴》卷一五三页二十七

上）。虽然水系的变迁与新堤防的修筑使得一些旧垸堤失去功

能①，但总的趋势是垸堤越修越多。垸堤内所围之田即垸田，其

耕地以水田为主、旱地次之。垸（有的地方叫圩）的规模大小

① 如潜江１８７０年芦伏河口坝筑成，致使全县２２７公里堤防（垸堤）失去功能
（《潜江县志》１９９０：２８７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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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异，面积从不足千亩到大于十万亩不等（张家炎，２００１）。一
个大垸可能包围不少小垸，其垸堤亦相应地长短不等。典型垸

田形状为碟形，它们呈蜂窝状地分布于江湖间隔区内①。在大堤

内垸田开垦趋于饱和之后，当地民众开始围垦大堤外的江滩洲

地，是为“滩垸”或“洲垸”。滩垸的围垦始于明末清初，至清

中后期则成为较普遍的现象（梅莉等，１９９５：１２０）。至道光时
期，荆江两岸已是无段无洲、无洲无垸（《万城堤防辑要》，转

引自梅莉等１９９５：２００）。民国时期荆属南北两岸此类洲垸有百

① ２０世纪初期的游记表明：“潜江、沔阳之地，凡临江襄二水者，皆筑外堤固
不待言，即内地亦筑多数之堤，各部落包以堤防，名曰垸子。譬其形状，

如置无数之锅，堤边最高，由此向中央渐低，恰锅底之处。”（引森田明，

１９７４：２７～２８）典型的单个湖垸地形上表现为四周高、中间低、多以偏心
圆向内坡降，内外落差只有２～４米，有的垸内还有积水，状如盆碟。有人
视这种盆碟式蜂窝状湖垸复合体为江汉平原的生态特征之一。这种垸田内

又分不同的微地貌，由高到低为庭园圈、旱作圈、稻作圈、涝地圈、水体

圈等六种（监利新兴垸［徐仁璋、杨明丽，１９８６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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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万亩（《荆江堤志》１９３７：卷四页十）。
虽有如此众多的大小堤防，但在１９４９年以前，江汉平原的

大中湖泊均为通江敞水湖，亦即长江、汉水及东荆河与江汉平

原境内湖渚并没有完全断开，湖泊水位随江河水位的涨落而变

化。小型湖泊水位年变幅１～２米、大中湖泊３～４米，历年最
大水位差则可达８～１２米。因此一旦湖泊泛涨，滨湖地区即变
成水乡泽国（《湖北省志地理（上）》１９９７：５８８～５８９）。这表明
有沿江大堤并不能保证临湖垸田不受年度洪水泛滥的影响。就

是垸内田亩，虽有垸堤可挡垸外面的季节性洪水（也不总是），

却不能阻止垸内湖水上涨后淹没农田（渍水难排时尤其如此），

多数垸堤也不能阻挡江堤溃口后的大洪水。实际上１９４９年以前
江湖贯通、洪水漫溢的现象比比皆是。据１９８０年代的调查表
明，当时占江汉平原主体的荆州地区每年汛期约有３／４的耕地
处于洪水位线以下（《荆州地区志》１９９６：１２３）。也就是说，这
些耕地基本上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季节性洪水的影响。堤垸的

增加又不可避免地占用泄水之区而加大了分泄洪水的困难。垸

数增加与河床抬高均加重了对堤防的威胁，这一情况又因堤防

管理不善而更加恶化，结果是堤防的频繁溃决。以万城堤为例，

从其肇基的东晋至民国末年共有９７次大的溃决，绝大部分发生
在明清时期：明代３０次（约９年一次）、清代５５次（约５年一
次）（《荆江大堤志》１９８９：６７～７４）。另有统计表明，汉水下游
干支堤在１８２２～１９６７年的１４６年中共有７３年发生溃口，其中

１９３１～１９５５的２５年中，有１５年溃口，约５年３遇（《湖北省志
地理（上）》１９９７：５３６）。这与汉水下游的水系紊乱及堤防管理
混乱有直接的联系①。于是每逢汛期，江湖并涨，垸内农田或因

① 汉水因支河不断被堵而分流渠道日减、汉水含沙量大且易于淤积抬高河床，

汉水上宽下窄的河道也严重影响泄洪量，加上汉水堤防质量又差，而管理

又因涉及单位多及各种冲突多而极成问题，所以汉堤极易溃口造成泛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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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堤溃口而淹没，或因内水无法外排而渍涝成灾。

伴随这一现象的是人口压力的不断增加。明清时期移民的

不断涌入加上移民后裔及当地居民的自然增长，江汉平原人口

增长很快。至清代它已成为两湖地区人口最多的区域（张国雄，

１９９５：１５８）。然而耕地增加的速度却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，
以湖北全省计，人均耕地从乾隆五十一年的３０３亩降到嘉庆二
十五年的２１２亩再降至咸丰元年的１７５亩（梅莉等，１９９５：

１６５）①。考虑到江汉平原的高密度人口，其人均耕地的下降幅度
应更大。

为了化解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，当地人一方面继续向低湖

地进军（围垦湖荒），一方面则随移民大潮前往沿边山区垦殖。

这种垦殖引发土壤侵蚀，其流失的泥沙在江汉洞庭湖区积聚，

一方面淤出新垦地，但同时缩小湖面、抬高河床。因此两者虽

然都可以增加耕地面积，但同时却造成环境的不断恶化。加上

堤防管理不善，结果造成江汉地区日益频繁的水灾（包括洪灾

与涝灾）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清代江汉平原的水灾从康熙朝的平均

３２年一次到乾隆朝的２７年一次，再到道光朝的１５年一次，
频率越来越高（宋平安，１９８９）。洪涝灾害尤其是洪灾对江汉平
原经济每每造成巨大损失。

随着堤防抵御洪水能力的降低及环境的不断恶化，人们对

环境的反应效果也大打折扣。１９世纪以前水灾之后农业生产尚
可很快恢复，因水退迅速，当地人可迅速补种。１９世纪中叶以
后，水退不如以前快（因垸内水道淤积及垸外河床抬高），渍灾

严重。在此情况下，即使小水亦可为灾。

① 而据清末张之洞的观察，“假如八口之家，有田二十亩，糊口尚虞不足⋯⋯”

（转引自李文治，１９５７：２０８）也就是人均低于二亩半就不行了，而清代江
汉平原水稻单产并无大的变动（张家炎，１９９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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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江汉农民对环境的反应

因水灾频繁及堤防在江汉平原的重要性，变化的环境在当

地清代及民国时期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因而起着重要的作用。修

筑堤防本身就是农民对这一环境的反应，但多系团体而非个体

农民的行为，而本文主要探讨个体农民的行为，因此暂不涉及

堤防。通过分析个体农民如何应对环境特别是由水灾引起的环

境改变（水灾乃当地最主要的灾害），可以发现他们尽了最大的

努力去适应环境，就是在因渍灾而使境况更加恶化时他们仍尽

力而为。然而长期的环境恶化限制了他们各种反应的有效性。

江汉农民，特别是那些滨湖临河者①，实际上在历代与水打

交道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正如湖北巡抚姜晟观察到的

那样：“楚省临江傍湖田地，每年水发被淹，水消补种⋯⋯视以

为常”（《长江洪档》：４９２［１７８８—５２］②）；另一巡抚瑚图礼亦指
出：“潜江等州县，均处荆襄下游，向来遇水即淹，民知趋避”

（《长江洪档》：５６３［１８０６—１４］）。这两则例子表明当地农民如何
熟练地对其多水的环境做出反应。其中“水”显然是指季节性

①

② 《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９１，简称《长江
洪档》，下同。该书中所编档案史料均系高级官员的奏折。其中方括号前面

的数字为该书中页码；方括号内前面数字为原奏折的年份，后面数字系该

年份所选奏折的编号。这些官员的奏折可能带有主观意见，尤其是对灾情

的描述可能会偏低（张家炎，１９９３），但对所看到的自然环境、农民种什么
作物及如何反应应该没有必要隐瞒。

文章中不断提到近湖居民的所作所为，这并不是有意夸大他们行为的代表

性，因为江汉平原是全国湖泊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———１９５０年代尚有湖泊

１０６６个，面积１２５０万亩，占全部土地面积的１／６（该处所指江汉平原比本
文所指江汉平原范围要大）（《湖北农业地理》１９８０：８０）。清代及民国时期
湖泊当更多，因此必须对此予以充分的注意。加上当地频繁的水灾，对此

更须予以强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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